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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原国家图书馆“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”主任周迅

古籍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 李东晔

应当说，我既是代表单位，也是代表个人去拜访周迅先生的。之所以说代表

单位，是因为国家图书馆于 2009年元月，在原古籍馆“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”

的基础上新成立了“方志馆”，而周先生作为前者最重要的创建人之一，第一任

（也可能是唯一一任）主任，似乎应该说点什么。而我个人，更准确地讲，则是

带着一种迷惘去拜访先生的，期望这位曾经开创了我们现在这份工作的前辈，能

给我指引出一个方向。

与周迅先生曾有过一面之交，那时我刚刚进馆工作，正在原来的参考咨询部

轮岗，碰巧周先生去那里办事，于是简单打了一个招呼。后来又耳闻周迅先生是

国图当年的“才女”，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，懂几国外语。再后来，我

也调入“家谱与地方文献中心”工作，对于这位似乎有些“传奇”色彩的前辈更

加充满了好奇。于是，2009新年过后的一天，我坐在周迅先生面前，听她讲述

自己的经历：

周先生 1935年出生在苏州，父亲是位工程师，从小就跟随父母“走南闯北”。

14岁参军时，她只在学校念到初中。所以，周先生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我

真羡慕现在的你们，能有机会读到硕士、博士”。周先生在军队机关工作了几年

之后转业到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工作。之后，得益于当时国家的一项鼓励政策，

一心想读书的周先生终于如愿以偿，于 1956年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。但那是

个“热火朝天”的年代，“我们当时是五年制的，但那五年里，我们三修海河，

在开滦煤矿呆了 8个月，还在农村呆了一段时间……我连毕业论文都没有写过”！

不无遗憾地从南开毕业，周先生原本希望能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继续深造，但

后来却因为各种原因分配到了当年的北京图书馆。

从 1962年到 1989年，周先生的工作关系一直隶属于北京图书馆的参考咨询

部。但是应当说，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之前，周先生与当时我们国家大多

数人所遭遇到的境况是相似的，“浪费了很多时间”！可也就是在那之后，年逾

40的周先生开始学习日语。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，周先生敏锐地发现了

我们在学术发展上与国际学术界脱节的现实，于是就从日文有关“中国研究”的

文献入手，主编了《论古代中国 1965-1980年日文文献目录》（1984）。这用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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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，是“边学边用”。尽管周先生一直谦虚地说自己哪门外语都不通，但让人

不得不佩服的是，国人常常拿“三十不学艺”为自己开脱，而周先生却有在不惑

之年挑战自我的勇气。

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，国家开始逐渐恢复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，到 80

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，还专门成立了“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”。正是在这

样的一种背景下，1989 年北京图书馆准备筹建一个“地方志”阅览室，周迅先

生出于几方面的考虑担当起了筹备人的角色。首先，她认为自己虽然在图书馆工

作了二十多年，一直忙忙碌碌的，但却没有在某一个专门领域有所作为，所以希

望能借“地方志”成就自己学术有专攻的心愿；其次，是出于对文津街老馆的一

种眷恋；最后，考虑到了自己上下班交通的相对便利。

筹建之初的二三个月里，主要工作是在馆里的各个部门“找方志”，她几乎

是在孤军奋战。不过，得益于多年来从事参考咨询工作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，

她从七八处地方，把那些按照不同分类法、划分在不同类别中的地方志目录卡片

挑出来。“线装书（现在的普通古籍）起了很大作用”，周先生回忆说，“善本书

目比较麻烦，但是他们还是给我面子，让我复制了整套的目录。”接下来的任务

就是提出一个可行性方案，但是令她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有意思的是，方案的核

心问题是“是否成立这个‘地方文献中心’”。因为没有过先例，所以关于这个“中

心”的建立，馆级领导那里就有几种不同的意见，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如何处理

“专藏阅览室”与“综合阅览室”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另外，在“地方志”与“地

方文献”的关系，“综合志”与“专业志”的关系，“线装”与“平装”的问题，

是否要保证基藏库的“完整”等各种问题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。为此，周先

生设计了三个工作方案，简述如下：

1、除保存本与善本藏方志外，尽可能地集中全部馆藏方志；

2、只集中馆藏方志复本，对无复本的方志进行复制影印；

3、不涉及到任何重要的馆藏方志所属的库，仅对古籍善本方志进行拍摄。

周先生说自己当时所谓的设计不过是各方领导意见的总结，而她对于这三套

方案是有倾向性的，第二、三两套方案基本不具有什么可行性，因此最后的结果

是按照第一方案实施的。

因为无论从购书经费、藏书空间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考虑，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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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书籍，无论方志还是地方文献，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完整。在“博”与“专”

之间也必须加以权衡，所以，周先生当年就主张，最好将来能够在本馆藏“地方

志”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地方文献“信息中心”——一个文献信息数据库。在此，

我要感叹，这种思路在今天信息漫天的互联网时代都很难得，更何况是二十年前。

就“馆藏”建设而言，周先生认为规划是最重要的。比如对于“新志”而言，她

之所以一直都不主张收“专业志”，就是基于当初“地方文献中心”规划的一种

考虑。她认为，专业志太多太繁杂，不好划分范围，不好收“全”，也就是不容

易形成体系，从而在使用上也造成一定的不便。

直到 1992年“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”挂牌，三年的筹备期中，周先生与其

他几位同事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“找书”。他们从全馆各个书库中把之前调查

过的方志提出来，然后再从事编目、登帐、上架等准备工作。周先生说，当时的

办公条件与现在无法相比，直到她退休前，“中心”一共才有 2台电脑。

回忆当年，中心的人员并不是周先生有意挑选的，但人员配置都征求过她

的同意，“都是些吃苦肯干的同志”。谈到这里，不知是否因为我是个博士的缘故，

周先生说：“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，当时分配到我们那里的一个博士没能留

下来。”她说，当时特别希望那位博士能够在日后的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，但考

虑到那位博士之前没有图书馆工作的经验，所以希望他能够先多熟悉图书馆的业

务工作。可惜的是，出于各方面的考虑，这位博士最后去了南方的一所高校。

提到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，周先生肯定地说“研究无处不在，”但最关键的

仍然是一个规划的问题，如何找到自己的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从日常工作的点点滴

滴中加以搜集和积累，做出一些扎实的工作。而就方向的确定而言，我想，这恐

怕是困扰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问题。在目前这个信息爆炸，同时又很浮躁的社会

环境中，有太多让大家随时转移目标的诱惑，如何能够把握住自己，确立目标，

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是做研究所要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。

问及她当年主编的《1522 种学术论文集史学论文分类索引》，说是也没想太

多，因为当时有刚进馆工作不久的李凡和李小文两位老师都是学历史的，所以就

商量一起做些事情，最后决定做一个“史学论文索引”。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

工，然后就开始工作——首先基于馆藏资源查目录，复印、核对；然后再查找收

集馆外资源，对于一些无法找到原文的也加注了说明；最后进行分类编排，前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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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历时 1年时间。“他们（两位‘年轻’的李老师）后来看到这个东西出来也

很兴奋。”这恐怕就是收获成果的喜悦吧。

就地方文献研究而言，由于其关键词是“地方”，所以每个人很难做到 “通

吃”。因此，如果能够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一种地域上的划分，每个人都能

够成为某一地或几地的专家。如果需要进行某个专题的研究，大家还可以将自己

领域中的相关内容整合集中。这样有分工有合作的模式就比较有意思了。

对于新成立的“方志馆”，老人家说自己已经退休十几年了，离开图书馆的

工作太久了，而且现在图书馆的变化也很大，实在是说不出什么。而且笑说，自

己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生病的老伴，再有时间就是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和

电脑。就如周先生自己说的，“我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也没有做出过多大的事业。”

但是大家之所以至今都保存着对她的敬意，我想，就是她那努力钻研、踏实务实

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感人至深。


